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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歌创作实绩来看，闻一多的新诗创作时间

不到 10 年，基本上在 30 岁以前就停止了创作。好

在他才分极高，而且对诗歌异常热忱，创作了不少

被人传诵一时或影响深远的诗歌。在我看来，闻

一多的意义不仅在于他创作了什么作品，更在于

他的创作在新诗早期有力地推动了诗歌形式的建

设。帕斯认为：“对诗歌来说形式是实质性的，因

为这是我们对抗死亡与岁月消耗的手段。形式是为

了持久而采取的。有时是一种挑战，有时是一座堡

垒，有时则是一个纪念碑，但永远是一个持久的意

志。”［1］在自由诗初创的时代里，闻一多的诗歌创

作确实起到了纪念碑的作用，对抗着“死亡与岁

月消耗”。总体而言，也许闻一多并非中国新诗史

上的大诗人，却是一位影响至今的重要诗人。1987

年，汪曾祺在美国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演讲，一开

始就提到了闻一多的语言观：

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语言。不少作家充分

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

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最初

提到这个问题的是闻一多先生。他在很年轻的

时候，写过一篇《庄子》，说他的文字（即语

言）已经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本身即

是目的（大意）。我认为这是说得很对的。语

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

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能像橘子皮一样，

可以剥下来，扔掉。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

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2］

汪曾祺是闻一多的学生，也是现代著名作家，他勾

勒的这条线索突出了闻一多的语言观对后来作家的

影响。在中国新诗史上，闻一多诗学的影响是迅速

见效的，也是持久深远的。即便现在也没有过时，

也不会过时。因为闻一多诗学触及新诗发展的根本

问题，即诗歌语言的特质、诗歌形式与格律建设、

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以及诗歌与其他艺术形式融合

的可能性等问题。只要诗歌还存在着，这些问题都

不能回避，因为它们既涉及诗歌自身的特点，也关

系到不同境遇中的诗歌发展前景。闻一多提出了这

些问题，并做出了相应的探索，但并未把它们真正

解决。事实上，这些问题也很难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因为诗歌并非孤立之物，它始终是一种社会性的存

在。不同的时代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新问题，这势

必渗透到诗歌中。因此，谁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

决诗歌问题，但重要诗人总能在诗歌问题上有所推

进或扭转局势，并因此使诗歌获得或多或少的新质。

闻一多的意义在于他提出了新诗的一系列关键问题，

并在此后的诗歌发展中不断得到回应。就此而言，

研究闻一多诗学就意味着探讨中国诗歌的发展之道。

一 诗歌语言：在文本与现实之间

尽管闻一多并非一个纯粹的现实主义诗人，但

他始终关注现实。对闻一多而言，现实既包括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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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闻一多诗学的当代性主要体现在诗歌语言、诗歌形式与诗体演进三方面：在诗

歌语言方面，闻一多诗学的当代启示在于诗歌要艺术地整合现实，而非孤立的语言操练；在诗

歌形式方面，闻一多诗学的当代意义在于对诗歌形式的必要坚持与积极建设，而不只是满足于

单纯地抒情写意；在诗体演进方面，闻一多一直致力于以“非诗化”的方式拓展诗的边界，创

生诗的新质。所有这些在中国当代诗里都有所发展，体现了闻一多诗学的生命力和当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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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也包括内心现实；既包括时代现实，也包括

历史现实。这就使闻一多的作品与现实形成了丰富

的对应关系。在闻一多诗歌语言的 4 种模式中，显

然以抒情语言与象征语言为主，以再现语言与智性

语言为辅。而在当前的新诗发展中，这 4 种语言的

位置发生了变化：抒情语言与象征语言的地位貌似

衰落，而叙事语言（再现语言）与反讽语言（智性

语言）的地位有所上升，同时出现了话语自我指涉

的新型诗歌语言，即“语言的诗学”：

与知识语言中发生的事态相似，描述个人

感受性和感知经验的诗歌话语，在象征衰落之

后，经历了古典再现式的话语的支配，而现代

诗歌的兴起则采用了自主性、封闭性或者说是

不及物的语言策略。它们使得对感知经验进行

描述的语言自身成为描述的对象。语言越来越

多地成为自我描述的对象。新的象征法则以能

指形式再度出现在描述的语言中，就像在知识

话语中的情况，诗歌话语从再现模式的“没有

概念作为中介的知觉”，变成了以语言自身为

对象的“没有知觉作为中介的概念”。话语的

自我参照成为诗歌话语的特征，对象征的参

照、对事物的参照并没有彻底消除，它们变成

了依赖于语境的次级参照物。语言中固有的象

征模式彻底解体，语言变成了自身的象征。［3］

这段文字主要谈到了两种变化：从象征语言转向再

现语言，以及词与物的关系让位于词与词的关系。

在我看来，这并非完全出于诗人的有意选择，也是

当代世界图景与诗人的感受力在语言中相遇的结

果，尤其是受了马拉美以来的西方诗歌语言理论

与语言学转向的影响：“在兰波和马拉美的作品中，

语言已转向自身，它终止了它的所指。它既不指

向外部现实，也非外部现实的一种象征。这里的外

部现实包括物质的或超感觉的客体。”［4］不过，我

认为语言本体论并不完全成立，准确的说法也许是

语言具有独立性、自主性，甚至是主体性，但它并

不凌驾于人的主体之上，至多是一种“主体间”的

关系。同时还必须看到，富于主体性的语言未必有

益于诗歌，因为它仅仅停留于语言本身，与现实缺

乏对应关系：既不反映社会现实，也不揭示内心现

实，这决定了它只能逞能于一时，而难以对诗歌产

生持久而有益的影响。

用口语叙事，是闻一多诗歌的特色之一。早在

1926 年，闻一多就表明自己并不反对用土白做诗，

但他强调必须对土白进行“一番锻炼选择的工作然

后才能成诗”［5］。值得注意的是，闻一多的口语叙

事已成为当代新诗的一个显著特点。但是叙事性并

非叙事的最终目的，正如萧开愚在评价张曙光的诗

歌时所说的：“这批诗作包括了《给女儿》、《为柯

奇》和《纪念博尔赫斯》，这是一批心智成熟、写

作从容不迫，各个方面恰到好处的杰作。它们把叙

事与抒情交织起来，看上去是叙事，其实是抒情。

它们拓宽了抒情诗的视野。”［6］事实上，萧开愚也

写了不少具有叙事性的诗歌，而且大多深沉动人。

其中有一首《我如此幸运，同友人到大兴安岭旅行

抵达漠河，并于哈尔滨游览太阳岛》。这个题目本

身就体现了抒情与叙事的结合。对于诗人来说，叙

事与抒情的交织其实就是语言的一种小型综合化。

对此，臧棣有过精当的概括：“在 90 年代，诗人对

叙事性的运用，特别是在一些优秀的诗人那里（比

如翟永明、陈东东、钟鸣、张曙光、孙文波等人），

主要不是把它作为一种表现手法来运用，而是把它

作为一种新的想象力来运用的。……叙事性，在一

些优秀的诗人那里，它显形为一种新的诗歌的审美

经验，一种从诗歌的内部去重新整合诗人对现实的

观察的方法。从文体上看，它给当代诗歌带来了新

的经验结构。”［7］事实上，这个概括对闻一多的诗

歌也是适用的。《李白之死》就是一首充满想象力

的虚拟叙事，如臧棣所言，它体现了“一种新的诗

歌的审美经验”，并且是闻一多从诗歌内部整合现

实的一首长诗。但是，叙事性的局限也很明显。正

如耿占春指出的：“在现代社会语境中，显现的诗

学对现实或真实的要求越来越无法得到满足。显现

的诗学置身于这样一种批判性和否定性的语境之

中：世界不再能够体现为自足的意义，而世界作为

整体存在的显现也越来越不可能。”［8］因此，即使

在诗歌叙事中采用虚构手法，也只能写出现实的

“瞬间的和片段的形式”。而且，诗人在叙事过程

中往往受到事的牵引，容易丧失主体性或疏离诗歌

的本质。

在闻一多的诗歌中，反讽倾向最突出的无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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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水》，其他作品中也不乏智性语言。从总体来

看，以理智节制情感是闻一多诗歌的一贯倾向，特

别是《死水》时期。以反讽为主的智性语言之所以

呈现出上升的局面，这是由现代人的生活境遇决定

的。诗歌是映照现实的镜子，通过它可以看出人与

现实的冲突与和解关系。闻一多与现实生活长期处

于紧张状态，因而他的抒情诗很少有赞美的成分，

越是到后期，他的诗歌越呈现出抽象化和讽喻性

的倾向，前者如《奇迹》，后者如《死水》。对于

现代诗歌的这种特征，耿占春曾做过精当的表述：

“作为赞美的诗歌正在变为作为批判的诗歌，因为，

现代文化的主导原则，不是表现美好的事物，而是

理性的批判。”［9］不难看出，抒情者往往被他要赞

美的对象所吸引，因而难免依附性；而反讽者则是

超脱的，至少要比他所写的对象站得高些，独立性

强些。当然，超脱者有时也难免有眷顾之情，这就

会使作品在反讽中呈现出一丝温情。

尽管抒情语言和象征语言貌似有所衰落，但它

们仍是维护诗歌本质的核心要素和重要方法。北岛

在接受唐晓渡的访谈时表示：“我确实只喜欢短诗，

因为在我看来这才是现代抒情诗的‘载体’，即在

最小的空间展现诗歌的丰富性。现代抒情诗没有过

时，它的潜力有待人们发现。当今‘抒情’几乎已

经成了贬抑词，那完全是误解。”［10］同样，象征语

言仍然是维持诗歌魅力的基本方式，抛弃或拒绝它

无疑是不明智的、离诗愈远的。佐藤普美子在采访

王家新时问到这样一个问题：“闻一多当年曾提出

诗歌的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你对诗歌的形式

问题注重吗？”对此，王家新做了如下回答：

写到今天，应在形式问题上投入更多的关

注。但我想对我这样的人来说，今后对形式的

探索不会是“单向度”的，即在某一方面刻意

发展，而很可能是“整合”式的。这种整合式

的写作我已谈到过了，这是和复杂的心智及经

历、和艺术的包容性、凝聚力与艺术的锤炼有

关的一种写作。对一个具有多年写作经历的诗

人来说，这往往还是一种“后期写作”或“晚

期写作”，也就是说，一种总结式的写作。我感

到只有经过这种整合式的写作，才能把复杂的、

矛盾的、多样的东西“锤炼成一个整体”。［11］

事实上，无论怎么融合，诗歌的核心都应该是抒

情，任何无情可抒或与情无关的写作都是可疑的。

王家新的整合式写作正是以抒情语言为核心的。在

当代诗人中，他是少有的仍能给人带来感动的诗人

之一：

滚滚波涛仍在到来 / 人们离去，带着盐的

苦味，消失在宇宙的无穷里 /仍有人驱车前来，

在松林间支起帐篷 / 仍有孩子伸出手来，等待

那些飞来的鸥鸟 / 海边的岩石，被海风吹出了

洞……［12］

这是《带着儿子来到大洋边上》的最后一节，大洋

的波涛一次次涌上岸边，有人离去，有人到来。人

的来来去去貌似应和了海波的节奏，其实人与海截

然不同。通过岩石“被海风吹出了洞”的意象可以

看出，海水与海风是恒久的存在，而岸边的人与石

都是脆弱的造物，岩石被海风洞穿，游人也会被岁

月洞穿。在诗人令人震动的描述中，风与石以及海

与人之间形成了对应关系，并融合了诗人的悲情和

沉思。西渡也是“整合式”写作的代表人物。他保

持着对诗歌形式的敬畏和迷恋，而且对各种诗歌资

源都有良好的吸收能力。西渡首先是个注重声音的

抒情诗人，同时又是个多面手，叙事、沉思、反讽

无所不能。而且所有这些圆熟的技术性因素无不服

务于他的内心感受和诗歌主旨，从而使他的诗歌日

趋完美，呈现出走向大家的气象。

事实上，这种“整合式”写作体现的正是闻一

多的“杂语式”诗歌语言观。这种写作不无难度，

但非常有效。它一方面致力于不同诗歌语言的融

合，另一方面强调用不同类型的语言表达当前复杂

的现实生活。坚持把诗歌语言与现实生活以多种方

式对应起来，这正是闻一多诗歌语言的核心。尽管

闻一多后期提倡“鼓点式”诗歌语言，但那毕竟是

“战时”，是他在特殊时期对诗歌语言的调整，并

非对诗歌语言丰富性的根本否定。由此可见，闻一

多诗歌语言的意义就是坚持诗歌语言的“杂语性”，

并在语言与现实之间形成丰富的对应关系。因此，

写作需要整合的不仅是语言，更包括语言与现实的

关系。在我看来，优质而富于弹性的诗歌语言应

该以抒情语言为核心，同时结合诗人的个性和表达

对象的特点充分运用并合理调配多种语言：再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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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象征语言以及智性语言，口语方言、书面语言

以及翻译语言，如此等等，从而在文本与现实之间

形成丰富的对应关系。

二 诗歌形式：在格律与自由之间

谈到泰戈尔的诗，闻一多认为存在两个缺憾：

“没有把捉到现实”和“没有形式”。关于后者，

他说：“我不能相信没有形式的东西怎能存在，我

更不能明了若没有形式艺术怎能存在！固定的形式

不当存在；但是那和形式的本身有什么关系呢？我

们要打破一种固定的形式，目的是要得到许多变异

的形式罢了。”［13］这段话集中表明了闻一多的辩证

形式观：诗歌必须有形式，但形式应不断更新，力

求多样化。同时，闻一多认为诗歌形式的核心是

格律：“本来诗一向就没有脱离过格律或节奏。”［14］

也就是说，诗歌形式可参差可整齐，格律可自由可

严谨，但它们都不可或缺，否则就不成其为诗。纵

观中国诗史，自由诗与格律诗并非 20 世纪的产物，

其实是历史现象。以诗歌发达的唐朝为例，杜甫

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样的自由体诗，更多的

却是《春望》之类的格律诗；李白有《登金陵凤凰

台》这样的格律诗，更多的却是《蜀道难》之类的

自由体诗。事实证明，在诗歌写作方面并不存在唯

一正确的道路，多元并存才是促进新诗繁荣的最佳

格局：自由诗、格律诗、半格律半自由诗，如此等

等，都无不可。闻一多的意义在于他在特定的历史

时期对自由诗进行了有力的纠正，为新诗的写作提

供了一种新的维度，即新格律诗。这种做法貌似保

守，其实是一种更高程度的融合。它意在使新诗的

自由与旧体诗的节制融为一体。

这里不妨简单回顾一下新格律诗的传统。朱自

清认为新诗形式运动的观念源于刘半农和赵元任，

第一个有意创新格律的是陆志韦。但影响最大的是

闻一多：

十五年四月一日，北京《晨报诗镌》出

世。这是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刘

梦苇、于赓虞诸氏主办的。他们要“创格”，

要发见“新格式与新音节”。闻一多氏的理论

最为详明，他主张“节的匀称”，“句的均齐”，

主张“音尺”，重音，韵脚。他说诗该具有音

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音乐的美指音

节，绘画的美指词藻，建筑的美指章句。他们

真研究，真实验；每周有诗会，或讨论，或诵

读。梁实秋氏说“这是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

来诚心诚意的实验作新诗”。虽然只出了十一

号，留下的影响却很大——那时候大家都做格

律诗；有些从前极不顾形式的，也上起规矩来

了。“方块诗”“豆腐干块”等等名字，可看出

这时期的风气。［15］

事实上，任何一个熟悉艺术规律的人都不难理解形

式之于诗歌的合理性。尽管闻一多的有些诗受到了

形式的限制，尽管新格律诗在 30 年代遭到了抵制。

但是，其格律精神已深入新诗之中，对新诗的发展

发挥着有益的影响，并促使那些对诗歌形式心存困

惑的人对新诗的现状和前景进行反思。正如叶公超

所说的：

我们现在的诗人都负着特别重要的责任：

他们要为将来的诗人创设一种格律的传统，不

要一味羡慕人家的新花样。一种文字要产生伟

大的诗，非先经过一个严格的格律时期不可。

格律的观念成立之后，也许就有反格律的运动

起来。这不要紧，因为那时格律已存在，已在

那文字的诗的传统中了，它对于以后的诗人是

有用的。［16］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闻一多之后，形式和格律如

果不在诗歌中明显体现出来，至少已经成为当代诗

人的潜意识。《新诗协会》中的写作观念很有代表

性。不难看出，这首内涵丰富的诗其实是和闻一多

进行的一次潜对话。尽管闻一多没有在诗中出场，

但诗中的核心词“镣铐”和“舞蹈”分明源于闻一

多的名言“带着脚镣跳舞”，这正是最能体现闻一

多诗歌语言精神的两个词。在《新诗协会》中，臧

棣沿用了闻一多的诗歌语言：“舞蹈”即写诗，“镣

铐”即诗的格律。臧棣是个形式感很强的诗人，但

他并不完全赞同闻一多的观念，他认同“诗是一种

舞蹈”，但对镣铐的位置做了纠正：“制作它，并不

一定要戴上它”，而是把它“放到柜子顶上”。也

就是说，创造格律是必要的，但未必把它直接用于

诗歌，然而又必须使诗歌处于格律的诱惑下，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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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形成潜在的呼应关系：“当我跳舞，它就在一旁

静静地观摩着。”［17］由此可见，诗歌不可能脱离格

律和形式，而是处于永恒的格律场和形式感之中。

1985 年，诗人邹绛编选出版了一部《中国现

代格律诗选》，收集了 1919 至 1984 年间的新格律

诗作品 350 余首，展示了新格律诗的阵容和发展轨

迹［18］。新诗发展将近百年之际，王光明对新格律

派做了如下总结：“像何其芳、卞之琳关于‘现代

格律诗’的理论和实践，就是对早期闻一多、朱

湘，中期的吴兴华、林庚等人的形式探索的延续与

深化，这种探索后来又延伸到周策纵‘定型新诗

体’的提议中。虽然这方面的探索被视为‘形式主

义’，被主流诗歌长期遮蔽，呈现出断断续续、欲

断还续、欲续又断的状态，却是现代汉语诗歌发展

非常值得重视的追求。”［19］从王光明的话中不难看

出，长期占据新诗主导地位的是自由体诗，而且涌

现了艾青、北岛等重要诗人。但他们也并非纯粹的

自由体诗人，因为他们的诗也比较讲究形式，而且

有些诗格律性很强。因此，对于当代诗歌而言，健

康的发展之道也许应该是处于格律与自由之间，一

味的格律无疑是作茧自缚，而全然的自由只能离诗

愈远。对此，九叶诗人陈敬容的总结具有一定的普

遍性：“根据自己的新诗创作实践，逐步得出了一

点自以为是的体会：即凡属较为广阔的、较为新鲜

活泼的内容，格律体往往不容易容纳；而凡属较为

深沉或细致的思想感情，自由体有时也不易表达，

因而我主观地认为，最好以每首诗所要表达的内

容，作为选取形式的标准。”［20］

至于能否还会形成一种接近于律诗的新诗体，

人们看法不一。艾青对此持否定态度：“在生活内

容越来越丰富的时代，人们的爱好也越来越丰富，

无论从为了表现生活的需要出发，还是从满足人们

的爱好出发，都不可能达到形式上完全的统一；要

求形式上完全的统一是天真的想法。”［21］而冯雪峰

却认为这是可能的：“根据我们中国人民的语言的

性质，我觉得我们新诗要建立完全新的格律，是完

全可能的。我们一般地坚持新诗的自由创造的原则

和精神，但绝对不是不可以建立某种或某几种相当

有一定规律可寻的格律。三十多年来新诗的摸索过

程，就是时时在要求这类格律，并且为了不能建立

这类格律而苦闷。”［22］在我看来，否定新诗会形成

统一形式和新诗格律的看法可能是贸然的。在《诗

经》时代，甚至到了汉代，人们还不可能看到律诗

的影子；而新诗还不足百年，能否形成一种新诗体

可能还处于人们的预料之外。人只能生活在历史的

中途，难免受到现实语境的制约。唯一可行的方法

也许是通过历史预见未来。通过考察楚辞对七言诗

形成的曲折影响，林庚得到如下认识：

这个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说，诗坛在经过散

文化的洗礼之后，就必须进行语言形式的再度

诗化。楚辞的形式只是一个半诗化的过程，它

只能成为介于诗文之间的赋体，还不能满足诗

坛的要求。而从半诗化达到完全诗化的成熟阶

段，并不是垂手可得的。任其自为的慢慢发

展，也总有一天会成熟的，而时间上却往往是

几百年的漫长的岁月。五言诗在四言诗之后的

出现是这样，七言诗在楚辞之后的出现也是这

样的。［23］

本来楚辞中就已经出现了七言诗的雏形，为什么七

言诗迟迟没有形成呢？林庚认为其原因是诗歌散

文化的程度还不够。林庚认为“新诗在彻底的散文

化之后要形成它自己的成熟的诗歌形式”还需要一

个过程。由此可见，林庚不仅相信新诗终将出现

新的诗体，而且试验了“九言体”“十言体”以及

“十一言体”等不同方式，以争取早日促成新诗的

定型化。古人云：“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诗歌也

是这样：自由之后必趋于格律，格律形成后又会出

现自由化的倾向，并促使格律走向解体，随后会再

次探求新的格律。从无到有，从定型到打破，再从

打破到重建，总之，诗歌永远围绕格律而运动，格

律是存在于诗歌中的永恒冲动，而自由只不过是达

成新格律的中介。因此，在新格律形成之前，诗人

普遍处于形式的焦虑中，只有等新格律形成之后，

诗歌才有可能成熟，并产生伟大的作品。这就是格

律与形式对于诗歌的重要意义。对此，林庚做了很

好的总结：

一切艺术形式归根结蒂，都无非是为了更

有利于某种特殊的艺术性能，为了充分发挥某

种特殊艺术性能而具备的特殊手段（或工具），

否则一切艺术形式都是不必要的。作品的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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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决定于形式，而是最后决定于其艺术性能

之发挥得如何。形式的存在因此也必正是一种

便利而不是束缚，更不是因为自由得不耐烦了

故意找个桎梏。但形式既是一种手段（或工

具），在还没有充分掌握自如之前也可能带来

一定的束缚和桎梏。这好比初次穿上冰鞋在冰

上行走，它可能还不如不穿冰鞋走得更痛快

些，甚至于还不免要跌跤。可是在跌过几次跤

之后，最后得到的却是更大的痛快与自由。更

大的自由往往正是在掌握了某种规律才获得

的，而掌握规律又总是需要过程和代价的。也

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古代五七言诗的成熟才

需要那么漫长的时间。［24］

不过，即使真能形成新的格律，也不否定自由诗的

存在。正如辉煌的唐诗是由近体诗和古体诗共同构

成的一样。根据冯雪峰对新诗的展望，将来新诗的

形式存在着 3 种可能：自由体，民歌体和格律体。

民歌体大多是半自由半格律的，因此，未来的新

诗应该主要是自由体、半自由半格律体和格律体 3

种。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诗歌始终围绕着一个核

心，即闻一多探寻的诗歌形式感。

三 诗体演进：在诗歌与非诗之间

新诗所用的语言更是向小说戏剧跨近了一

大步，这是新诗之所以为“新”的第一个也是

最主要的理由。其它在态度上，在技巧上的种

种进一步的试验，也正在进行着。请放心，历

史上常常有人把诗写得不像诗，如阮籍，陈子

昂，孟郊，如华茨渥斯（Wordsworth），惠特曼

（Whitman），而转瞬间便是最真实的诗了。［25］

这段话集中表述了闻一多的“非诗化”观点。此处

的“不像诗”只是说这种诗不同于以往的诗，或

者说不同于那种已被公认的诗，但并非“非诗”。

“非诗”是对诗的否定，因而是不可取的。但“非

诗化”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它“非”的不是诗歌本

身，而是此前的诗歌。就此而言，“非诗化”正是

推进诗歌向前发展的重要途径。诚如闻一多所言，

诗歌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扩展边界的过程。因此，

“非诗化”是诗歌发展的必然之道，它集中体现了

后一代诗人的创新意识。值得注意的是，闻一多一

方面提倡诗歌的“非诗化”，一方面又将非诗文本

纳入诗的范畴。典型的是他的《易林琼枝》研究。

他认为：“《易林》是诗，它的四言韵语是诗；它的

‘知周乎万物’的内容尤其是诗。”［26］这种观点得

到后世学者的认可，陈良运据此写成了专著《焦氏

易林诗学阐释》［27］。这无疑表明了闻一多诗体观

念的辩证性。

在诗歌与其他艺术的关系方面，闻一多一直致

力于将其他艺术语言的优势融入诗歌，起初他提倡

“绘画的美”“音乐的美”和“建筑的美”，后来又

提出诗歌要向小说和戏剧学习，但他始终没有提及

诗歌的散文化问题，因为诗歌的散文化会导致诗体

的自由，有悖于他的新格律诗追求。在国外，华滋

华斯和惠特曼都是将诗歌散文化的代表诗人。惠特

曼就不用说了，华滋华斯同样坚持诗歌的散文化：

“我以为很容易向读者证明，不仅每首好诗的很大

部分，甚至那种最高贵的诗的很大部分，除了韵律

之外，他们与好散文的语言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而

且最好的诗中最有趣味的部分的语言也完全是那

写得很好的散文的语言。”［28］中国当代诗人昌耀则

主张“大诗歌观”，并把它归结为中年写作的一种

倾向。他说：“我并不贬斥分行，只是想留予分行

以更多珍惜与真实感。就是说，务使压缩的文字更

具情韵与诗的张力。随着岁月的递增，对世事的洞

明、了悟，激情每会呈沉潜趋势，写作也会变得理

由不足——固然内质涵容并不一定变得更单薄。在

这种情况下，写作‘不分行’的文字会是诗人更为

方便、乐意的选择。但我仍要说，无论以何种诗的

形式写作，我还是渴望激情……”［29］

下面以陈先发、西川和于坚为例分析一下当代

诗的“非诗化”问题。陈先发是最近颇受关注的诗

人，其代表作《丹青见》如下：

桤木，白松，榆树和水杉，高于接骨木，

紫荆 / 铁皮桂和香樟。湖水被秋天挽着向上，

针叶林高于 / 阔叶林，野杜仲高于乱蓬蓬的剑

麻。如果 /湖水暗涨，柞木将高于紫檀。鸟鸣，

一声接一声地 / 溶化着。蛇的舌头如受电击，

她从锁眼中窥见的桦树 / 高于从旋转着的玻璃

中，窥见的桦树。/ 死人眼中的桦树，高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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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眼中的桦树。/ 被制成棺木的桦树，高于被

制成提琴的桦树。［30］

这首诗采用了大量的再现语言，诗中铺陈了十多种

植物的名称，并在各种植物之间形成了比较关系。

起初是不同植物之间的高低比较，后来转向相同植

物的比较，比较也由客观（具体、现实、物质）逐

渐转向主观（抽象、虚拟、文化）。尤其是诗歌的

后半部分写到桦树，同一种树在不同人眼里以及在

不同处境下获得了不同的价值。此外，这首诗还写

到湖水、鸟鸣和蛇的舌头等物象，它们构成了以各

种树木为中心的外在语境，这不仅使作品显得更真

实，而且变换了诗歌的结构，调节了读者的视野，

并深化了作品的主旨。这种写法不仅大胆，而且简

直前无古人。

从诗歌形体来看，陈先发的诗歌也存在着“非

诗化”倾向。他的诗歌在形体上非常自由。很少对

诗进行分节，大多一气呵成。诗行一般较长，但其

间停顿颇多，散文化倾向十分明显。也许最值得注

意的是，陈先发的诗歌普遍存在着跨行现象。跨行

有时固然可以创造一种中断与联结的诱人效果，从

而增强诗歌语言的表现力。但应谨慎使用，因为跨

行太多就会破坏诗歌形体的稳定性，使作品陷入破

碎松弛的窘境。尽管陈先发的诗歌常常贯穿着一种

强大的情感激流，使整首诗处于节奏的有效控制之

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跨行的局限性。但仍有

些跨行显得刺人耳目，至少我觉得并非非此不可。

如《丹青见》全诗八句，前六句跨行，后两句不跨

行，前六句形成了悬置与组接的对应关系，但我感

觉后两句更好，这并非完全因为后两句是作品的高

潮或重心。不跨行也是一种优势，它使这两句诗看

起来显得完整严谨庄重。这里不妨做个还原，如果

全诗都不跨行，结果如下：

桤木，白松，榆树和水杉，高于接骨木，

紫荆，铁皮桂和香樟。/ 湖水被秋天挽着向上，

针叶林高于阔叶林，/ 野杜仲高于乱蓬蓬的剑

麻。如果湖水暗涨，柞木将高于紫檀。/ 鸟鸣，

一声接一声地溶化着。蛇的舌头如受电击，/
她从锁眼中窥见的桦树高于从旋转着的玻璃

中，窥见的桦树。/ 死人眼中的桦树，高于生

者眼中的桦树。/ 被制成棺木的桦树，高于被

制成提琴的桦树。

这样一来，全诗只有 7 句。尽管在形体上错落度更

大一些，但原诗也是不整齐的，其实都是自由诗。

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值得追问的是，跨行在形

体上的作用是什么？是为了求得诗行的大致整齐，

还是在诗行之间制造韵律感、张力感，或兼而有

之？我相信诗人们大都倾向于追求总体效果。如果

“兼而有之”可以成立的话，我觉得原诗第 3 行在

“如果”后面跨行就不太合适，因为它不具备上述

的任何一种功能，也无助于增强诗歌的表现力。也

许在“湖水暗涨”后面断行效果更好，因为它不仅

使诗行更整齐，而且突出了“涨”字的重要性，并

在声音上与前一行的“香樟”和“向上”形成呼应

关系。更重要的是，“湖水暗涨”提供了一种情景，

可以在一瞬间唤起读者对下文的想象。另一处值得

讨论的是第 4 行，在“鸟鸣，一声接一声地”后面

断开有无必要，可不可以把“溶化着”跟上去，使

这一句不跨行？而且，这样会使诗行更整齐。闻

一多的诗歌很少跨行，我认为跨行首先要考虑是否

有必要，其次要看跨行之后是否能增进诗歌的表现

力，否则最好不要跨行，特别是孤立的字词跨行，

就像第 3 句中的“如果”。当然，词组跨行或句子

跨行是不得已的，因为诗歌的每一行不可能过长。

在对待诗歌的散文化方面，西川经历了一个变

化的过程。他在一篇访谈录中说：

我 92 年写《致敬》的时候，看到别人写

的跟我写的都差不多，我也并不比别人好到哪

里去，那个着急呵！就有了一种自己要埋葬自

己的愿望，所以就开始尝试写一种东西，也

就是你一开始说的，开始有一种散文化的句

式。散文化这种东西，我以前是很警惕的，后

来慢慢地放松了。华滋华斯认为诗歌与散文没

什么区别，当然有些人就特别较这真，比如瓦

雷里。但实际上你对这问题的任何看法，全是

你当时觉得合适就行，任何人说的都不是真

理……［31］

在我看来，西川的这种改变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散文

化，而是一种文体压缩，或诗文的一体化，类似于

尼采所写的那种格言体诗歌。特别是《鹰的话语》

很容易令人想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用西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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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话说，这种文体是“诗歌的变种”：“1992

年以后，我对悖论和伪造的寓言发生了浓厚的兴

趣。相应地，我的诗歌变成了诗歌的变种。它们有

了一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我希望它们走出以往的

稳定和封闭，在向物的世界敞开的同时，也向形而

上或伪形而上的世界敞开，并且在物与形而上或伪

形而上之间形成互相破坏和互相激发的关系。总的

来说，我现在的诗歌介于诗歌与另一个精神之源之

间。”［32］由此可见，西川的创作倾向并非出于单纯

的形式探索，而是与当代世界的变化以及他的哲学

思考具有潜在的对应关系。就此而言，西川的探索

同样是对诗歌语言弹性的实验。正如他说的：“就

诗歌的语言来讲，诗歌分三种：歌唱性的，叙述性

的，戏剧性的。能够综合此三种诗歌的人堪称集大

成者。”［33］

也许，任何一种语言都不足以表达当代人的复

杂生活经验，诗歌语言终将走向综合化。百年新诗

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在不违背诗人个性的前提

下，多吸收一种语言技能就意味着增加一种写作的

可能。对于诗人来说，大型的综合化往往是在戏剧

性中体现出来的。因为戏剧可以融合多种艺术样

式：“属于舞蹈的动作，属于绘画建筑的布景，甚

至还有音乐。”［34］而且作者可以设置多个人物，让

他们在复杂的关系中展开冲突。因此，闻一多的诗

歌戏剧化观点在新诗史中得到延续是必然的。1948

年，闻一多的学生袁可嘉写了《新诗戏剧化》，总

结并发展了闻一多的以理性节制情感的戏剧化

观点：

当前新诗的问题既不纯粹是内容的，更不

纯粹是技巧的，而是超过二者包括二者的转化

问题。那末，如何使这些意志和情感转化为诗

的经验？笔者的答复即是本文的题目：“新诗

戏剧化”，即是设法使意志与情感都得着戏剧

的表现……尽量避免直截了当的正面陈述而以

相当的外界事物寄托作者的意志与情感：戏剧

效果的第一个大原则即是表现上的客观性与间

接性……［35］

在新诗诗体实验方面，于坚也许是走得最远的中国

当代诗人之一。其典型文本是《Ｏ档案》。全诗分

5 卷，前面以档案室为引子，后面附有卷末。每一

部分均不分节，每行分成若干词组，不用标点。语

言极其精确写实，诗人如同档案中自己的名字，处

于层层封锁和看管之下，因而在无奈中不免时而流

露出一丝反讽意识。诗中贯穿了人生不同时期的各

种感情，它不仅是诗人的自传，也可以说是许多当

代人的自传：

他那 30 年 1800 个抽屉中的一袋 被一把钥

匙掌握着 / 并不算太厚 此人正年轻 只有 50 多

页 4 万余字 / 外加 十多个公章 七八张相片 一
些手印 净重 1000 克 / 不同的笔迹 一律从左向

右排列 首行空出两格 分段另起一行 / 从一个

部首到另一个部首 都是关于他的名字定义和

状语 / 他一生的三分之一 他的时间 地点 事件 
人物和活动规律 /……抄写得整整齐齐 清清楚

楚 干干净净 被信任着 / 人家据此视他为同志 
发给他证件 工资 承认他的性别 / 据此 他每天

八点钟来上班……［36］

可以说，这首诗的语言处于诗歌语言与非诗歌语言

之间。单独拿出来其中一个句子，很难说它是诗；

但是，从整体来看，它作为一首诗是成立的。闻一

多对这种倾向十分赞赏，他在评价孟浩然时就称道

过其整体性：“全篇字句是不可分割的，不像盛唐

好些作品有佳句可摘，使一篇的其他字句而变成空

白。”并追溯其根源：“诗有佳句当自曹子建（植）

开始，至唐而有‘诗眼’之说，往往使用一字而全

篇皆活，有人说这是诗的退化，倒也不尽然。”［37］

尽管《Ｏ档案》在“如何说”上比较前卫，但

在“说什么”上很保守。不过它的“说法”给人留

下的印象很深，以至于使读者忽略了它在“说什

么”。因过于先锋而遭到误解，甚至被视为非诗、

坏诗，也许这是先锋诗歌的当代境遇。当然，先锋

诗歌被认可常常需要时间，正是在这段时间里，诗

歌的先锋气质与传统势力完成了交融互渗。总之，

谁也不能轻易否认诗与非诗之间存在着界限，但也

不能坚持诗与非诗的界限一成不变。真正富于创新

精神的诗正是游动在临近非诗的地方，以不断扩大

诗的地盘，更新自身的形象。就此而言，闻一多的

“非诗化”观点因富于预见性而获得了当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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